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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研院六院长》

前言

我在大学三年级时，修姚从吾教授的史学方法论，他在课堂上经常介绍“民国”最高的学术殿堂——
中央研究院，以及院中的著名学者，并鼓励我们多听名人演讲。1958年4月，姚老师当选了中研院第二
届院士，这是“民国”政府迁台后首次选举院士，班上的同学们特别为他高兴，向他庆贺。同年12月
，我和同班的刘凤翰兄，自台大骑自行车到南港中研院的史语所看书，搜集论文资料。那时就不禁默
想：将来如果有机会到中研院工作，该是一件多么美好的事！后来果真如愿以偿！自1964年7月进到近
代史研究所，于2000年2月届龄退休，不知不觉在这象牙塔里待了三十多年。我在近史所，初为约聘人
员，补实后，由助理员按部就班的升至研究员，可以说十分幸运！因为选定以首任院长蔡元培先生以
及与其相关之近代教育、学术等问题作为研究范围，所以对中研院早期的历史特别留意，因而被第五
任院长钱思亮调兼总办事处秘书组主任，从事案牍劳形的工作。1983年9月，钱院长不幸病逝，接任的
第六任院长吴大猷又嘱继续“相助为理”，直到1988年5月方因故摆脱。回到近史所后，张玉法所长命
兼理院史室业务，所庋藏者主要为第二任院长朱家骅之档案。

Page 2



《中研院六院长》

内容概要

《中研院六院长》内容简介：陶英惠曾任中研院第五任院长钱思亮、第六任院长吴大猷的秘书主任。
多年来，对中研院的院史尤其是历任院长的档案及史料有深入细致的搜集研究，《中研院六院长》以
客观的史家态度，真实记录了从蔡元培到吴大猷等六位中研院院长的历史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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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研院六院长》

作者简介

陶英惠，山东陵县人，1933年生。1959年毕业于台湾大学历史系。1964年进入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
所工作，曾任中研院秘书主任及胡和达纪念馆馆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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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研院六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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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研院六院长》

章节摘录

蔡元培档案蔡元培（1868～1940），是一位在多方面有所贡献的人物。他的一生，几皆与教育、学术
、文化事业有关。在清末民初，他曾两度游学欧洲，埋头学习，以撷取新知，前后长达八年之久，多
半是在德、法两国。他曾亲灸欧洲文艺复兴后的科学精神以及法国大革命后的思想潮流，又曾置身于
欧洲空前的大战之中，留有透澈的观察；使他对德、法两国的思想、文化、宗教、道德、教育精神及
教育制度等，有极为深刻的认识。这对他以后主持全国教育行政、整顿北京大学，以及领导中央研究
院，都有很大的帮助和影响。家世蔡元培，字鹤卿，号雀庼，又字仲申、民友、孑民，并曾化名蔡振
、周子余，浙江省绍兴府山阴县（今绍兴县）人，清同治六年十二月十七日（1868年1月11日）生于绍
兴城内。他的先世，在明朝末年由诸暨迁到山阴，从高祖开始全家都是经商的，只有他六叔铭恩（茗
珊）读书，以廪膳生乡试中式。元培在他叔父的帮助和指导下，读了许多中国经史典籍，如：四书、
五经、史记、汉书、文史通义和说文等。所以他虽生为商家子，但终于走到读书的路上去，从而决定
了他以后发展的方向。 人的性格泰半来自早年家庭的影响。元培的父亲宝煜（又名光普，字耀山）为
人长厚，慷慨好施，据说在任钱庄经理时，因获利甚厚而加倍发放年终奖金，为东家不满，责令赔偿
，遂于光绪三年（1877）郁悒以殁。当时元培仅十一岁，兄弟孤苦无依，又没有积蓄，幸赖母亲周太
夫人典质衣饰，克勤克俭，抚养成人；并时时勉励他“自立”、“不依赖”。在双亲的潜移默化下，
他不仅养成了自奉甚俭的习惯，而且恻隐为怀，经常周济寒士；这种宽厚的天性，是遗传自父亲；至
于不苟取、不妄言的态度，则得自母教。元培兄弟四人，长兄元纷（键清、键顾），长他两岁，曾在
上海崇实石印局任职。三弟元坚（镜清、镜顾），少元培两岁，曾在绍兴县钱庄业中任职。四弟早殇
。有两姊，均未出阁，在二十岁左右病故。有一幼妹，亦早殇。在婚姻方面，元培一生凡三娶，光绪
十五年（1889）三月，与元配王昭（仲明）女士结婚。二十六年（1900），王夫人病逝，翌年续娶黄
世振（仲玉）女士。民国十年（1921）1月，黄夫人病逝，于1923年7月续娶周峻（养浩）女士。周夫
人于1975年8月病逝。元培共有五子：阿根、无忌、柏龄、怀新、英多；二女：威廉、睟盎。旧学时代
　元培在少年本有才子之称，蒋梦麟说他：“酒量如海，才气磅礴。论到读书，一目十行；讲起作文
、斗酒百篇。”注2所以能在十七岁（1883）即补县学生，然后博览群书，学问大进。二十三四岁
（1889、1890）乡会试连捷，二十六岁（1892）成进士，获授翰林院庶吉士，二十八岁（1894）升补编
修。在考场上一帆风顺；在旧学方面，也奠下了深厚的根柢。在这以前，尽管中国外有西方势力的入
侵，内有太平军、捻、回及苗等翻天覆地的大动乱，但元培所走的仍然是那时读书人的老路子，十年
寒窗，以求取功名。但就在他二十八岁这年，爆发了中日甲午战争。国人自梦中觉醒，一时维新图强
的呼声高唱入云。从这时起，他的思想，便随着有了显著的转变，开始涉猎译自外国文之书报刊物，
并留意世界事物，又学习日文，以间接吸取世界新知。委身教育与运动革命戊戌政变（1898）发生后
，元培认为康、梁之所以失败，是由于不先培养革新人才。同时，他也看清楚了满清政府的腐败，革
命的不可避免；于是弃官归里，兴办教育。于此，可见他从事教育工作的动机所在。他最先出任绍兴
中西学堂监督，校中的功课，有我国旧学，也有粗浅的西洋学科。这是他服务于新式学堂的开始。当
时教员中有新旧两派，他与杜亚泉等提倡新思想，时与旧派辩论，旧派运动堂董出面干涉，于是愤而
辞职。光绪二十七年（1901），在上海担任南洋公学特班总教习，鼓励学生自由阅读，并于批改课业
的评语中，提倡民权之说。当元培任中西学堂监督时，夫人王氏因产后失调病故，作媒的人很多，他
提出续弦的条件是：不缠足、识字、男子不娶妾、男死可再嫁、夫妇不合可离婚。他所提出这些惊世
骇俗的条件，乃是基于尊重女权。缘中国向来男尊女卑的成见，有从夫从子之礼，男子不禁再娶，而
寡妇以再嫁为耻。他认为男女的不平等，是由于男女对社会所尽的义务不同：要想使其平等，首先应
该使他们在社会上所尽的义务相等。也就是社会上各种职业，男女应同时参加。要达到这一点，非从
教育着手不可，所以他时刻朝这一方面努力。当在南洋公学任教时，就已倾向于民权、女权的提倡，
又于光绪二十七年（1901）冬，在上海与蒋智由、黄宗仰、陈范、林白水等发起爱国女校，由蒋智由
管理；后来蒋去日本，由元培管理。 光绪二十八年（1902）3月，与叶瀚、锺观光等组织中国教育会
。名为编订教科书，以改良教育，实为东南各省重要革命机关之一，元培被推为首任会长。10月，南
洋公学发生风潮，助退学生组织爱国学社，聘吴敬恒、章炳麟为教员，师生公言革命无忌。又与《苏
报》订约，每日由学社教员撰论说一篇，《苏报》遂成为学社的机关报。 光绪二十九年（1903）正月
，又与吴敬恒等发起张园演说会，发表排满革命言论。由于言论日趋激烈，革命的旗帜越来越鲜明，
到了5月初，清政府乃有查拿新党的风说，元培也在黑名单之列。而教育会与学社内部，又为了主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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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研院六院长》

问题发生争执，他对于此次内讧，甚为气愤，乃于5月20日赴青岛学习德语，作留学德国的准备。至闰
五月初五日，遂发生了有名的“苏报案”，上海的革命运动，受一严重打击。7月，元培自青岛回上
海，创办《俄事警闻》日报，以唤起国民对俄国占领东北的注意，不直接谈革命，常译述俄国虚无党
历史间接鼓吹。光绪三十年（1904）正月，将《俄事警闻》改为《警钟日报》。是年秋，与龚宝铨、
陶成章等在上海成立光复会，蔡元培被推为会长，秘密结纳各地会党，预备进行暗杀与暴动。光绪三
十一年（1905）7月，孙中山先生在东京成立同盟会；9月，元培由何海樵介绍加入，并被推为上海分
会会长。从戊戌政变到同盟会成立这段时间，元培毅然放弃了十年寒窗、梦寐以求的翰林头衔，以及
很好的出路，回到绍兴和上海，借着教育工作来宣传革命，凡是与革命有关的组织，他无不参加活动
，或为主要发起人，或担负重要责任，然后与国民革命汇合。这些国内革命伏流，不仅直接间接促进
了同盟会的组织，也为辛亥革命建立了一个不拔的根基。清末，知识分子参加革命行列的很多，但其
中具有传统功名者，所占比例甚小；而以翰林高官献身革命者尤少，元培是其中之一。他之所以参加
革命，实导源于其爱国心与自由思想；而环境对他的影响，也不容忽视。他生长在浙东，凡明清之际
如黄梨洲、张苍水、全谢山诸大儒的民族思想，他都潜接而默识之。严复译天演论的时候，常说“尊
民叛君，尊今叛古”的话，“物竞”、“争存”，更成为当时的口头禅。梁启超的高唱“破坏”，谭
嗣同的“冲决网罗”，以及俞正燮“认识人权”、“认识时代”等见解，在在都深印在他的脑海里。
同时他又吸收了19世纪民主自由的新思想，酝酿激荡，自不会再为忠君的旧观念所束缚。但他对革命
的主张是中庸的。例如在主持《苏报》期间，他虽然从事推翻满清政权的工作，可是对邹容《革命军
》一书中杀尽胡人的见解，却不甚赞同。他是站在民权的立场上反满，所反对的只是满人的世袭爵位
及不营实业而坐食的专权。他认为只要满人能自觉，放弃了他的特权，汉人没有杀尽满人的必要。这
种态度，显然是政治的革命，而非狭隘的种族革命。他的学制炸弹，预备暗杀、暴动，以及组织光复
会，加入同盟会，一连串的革命行动，都应该从这个方向去看。初次游学光绪三十三年（1907）5月，
元培赴德留学，在柏林一年，然后迁居莱比锡，进大学听讲，所听的课程有哲学、文学、文明史及人
类学等，尤注重实验心理学及美学。心无旁骛，专心研究，以充实自己。而国内的革命运动，这时正
日趋蓬勃。武昌起义后，元培即到柏林与留德学界共同宣传与募款；不久接陈其美电报，乃取道西伯
利亚东归，于1911年10月11日到上海，结束了初次留学生活。民国首任教育总长与再度游学中华民国
成立，孙中山先生在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元培被任命为教育总长；临时政府北迁后，仍蝉联教育总
长。这时，中国政体，已由专制改为民国，除旧布新，一切草创；而各方对新教育的精神、制度与内
容，颇多意见。元培既身负教育重任，于教育方针，不能不有所表示。他认为当时教育、界所提倡的
军国民主义及实利主义，固为救时之必要，而不可不以公民道德教育为中坚。欲养成公民道德、不可
不使有一种哲学上的世界观与人生观。而涵养此等观念，不可不注重美育。因将清季学部的“忠君、
尊孔、尚公、尚武、尚实”五项宗旨加以修正，改为：军国民教育、实利主义教育、公民道德教育、
世界观教育及美感教育五项。他又在所召开的临时教育会议上阐明民国教育方针的重要意义，权利与
义务的正当关系，并提出各项重要议案在会中讨论。元培在教育总长任内，曾对全国教育进行一些重
要改革，如颁布教育宗旨，修正教育制度、大学特别注重文理两科、将经科并入文科、小学实行男女
同校、废除读经、取消旧时奖励办法、特设社会教育司以普及教育等，都是奠基础、开风气的工作。
在政治上，元培则努力促进国家统一。当时，光复会与同盟会，因一、二首领政见稍殊，致使两会之
冲突渐趋激烈。元培因与两会都有关系，不愿见其自相残杀，自回国后，颇尽调停之力。民国元年
（1912）2月18日，元培又奉派为欢迎袁世凯南下就总统职专使，袁氏借口兵变，托辞不行。为求和平
统一，元培反复筹商，接洽一切，卒使南京临时政府平安北迁，而免掉一场战祸。6月，内阁总理唐
绍仪为王芝祥督直问题，因袁世凯漠视国务院副署权力，愤而辞职。元培亦坚请连带辞职，于7月14日
获准。在当时辞职阁员的辞呈中，有的说才德不济，有的说亲老待养，仍是中国旧场以政治病为退场
的作风。惟有元培的辞呈，直指政见不合，难有建树，表现出政治家的风范。这种以连带责任为理由
而辞职的态度，足以说明他是具有政治头脑而认识内阁制真谛的一人。袁世凯曾当面慰留说：“我代
四万万人坚留总长。”元培立即答以：“元培亦对于四万万人之代表而辞职。”虽备受挽留，义无反
顾。合则留，不合则去。这种有所不为的政治家风度，实开民国之先河。1912年9月，元培偕眷再度赴
德，仍到莱比锡，在大学听讲，并在世界文明史研究所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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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津津有味
2、很好的历史方面的闲书，家里的老爷子爱看的不得了
3、怎么说，觉得马马虎虎。个人觉得，看看电子版的就可以了，没有必要去在多花钱了。
4、写得很平实，对了解这批大师有所帮助。
5、陶英惠先生的《中研院六院长》一书，严格说来是陶先生多年研究中研院相关著作的论文集。对
于民国学人的大本营——中央研究院做了细致的研究。历史研究说来说去研究的是人，六位院长因中
国政治形势的变迁，所作的贡献也有不同。对于读者来说，喜欢研究大陆时期的中央院的人和事尽可
从本书中获取不少知识，喜欢研究台湾学术、学人关系的也可从本书中受益。读者的目的不同可获取
的知识也不同。我以为除了知识获取之外，本书一以贯之的则是近代中国学人的风骨的推崇，这是当
代人最因该学习的地方。
6、中研院值得研究，直指当下。
7、仔细拜读王世杰一章，其他几章翻过。
8、不错,是一本难得的好书
9、拿到手还是有些许失望，可能是因为对中研院的不了解，总觉得写得中规中矩，作者态度太过谦
恭；现实中是没错，但书写时大可自由一些
10、作者身处中研院，得地利之便，拥有详实史料作支撑，很多掌故借由作者第一次了解。然文中亦
多有表露作者自己的痕迹，很不喜欢。对于各位先贤只用简称，更是别扭的很。
11、又是本什么烂书？
12、对于中研院的历史，陶既是研究者，又是亲历者，故所论有重要价值。
13、文笔一般，掌故颇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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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院长”本色是书生胡修江1928年的6月9日，蔡元培召集一群学贯中西、温文尔雅而又兀傲独立的
学者在上海东亚酒楼开会，正式宣告“中研院”的成立，从这时起到1994年，“中研院”先后经历六
位“院长”：蔡元培、朱家骅、胡适、王世杰、钱思亮、吴大猷。六位之中，有两位曾任北大校长，
四位曾在北大任教，因此，陶英惠的《中研院六院长》与其说是记录研究院的一段历史、缅怀研究院
的一些人物，不如说是在悲悼老北大学风的剥蚀零落、老学人风范的日渐消散。作者耽于其间三十年
，或者学术研究，或者人事琐细，与这六位院长均有过神交或过从，所做的是忠实的记录整理工作，
所抒的则是仰慕与怀念之情，隐隐间亦有借“院长”们的酒杯，浇心中的块垒之意。“中研院”是一
个学术机构，无疑，也是一群书生营造的“理想国”，但绝不是落英缤纷远避尘世的桃花源，也不是
紫陌红尘献媚权力的玄都观，而是带着执着于百尺危楼意欲仰首摘星的豪迈与坚韧，在艰辛中步步为
营地构建一种学术精魂的桑梓地，这也就使得今天的我们在它面前依旧保持着仰望的姿态而心怀“必
恭敬止”的敬重。“中研院”成立于近代中国的科学化运动不断深入、西方各国研究院日渐勃兴的大
背景下，“其责任不仅在格物致知，利用厚生，树吾国文化与实业之基础；且须努力先鞭，从事于有
关国防与经济之科学调查与研究，以杜外人之觊觎”。研究院是为发展国家、强盛民族的目的而设立
的，但在具体隶属机构与所做研究事业看，却又是“始终独立于教育部之外，保有一种特殊地位”，
也正是这一种“独立”与“特殊”，才真正做出了树立本国文化、促进科学研究的瞩目成绩。这些学
贯中西的读书人，从一开始的时候就秉承了西方最先进的教育思想，遵循教育自由的原则，为“中研
院”立下了“百年大计”。比如在第一任院长蔡元培的眼中，教育是“应脱离政党与教会而独立”的
，是“超然的教育”，这和他当初整顿北大，保持“讲学与研究的绝对自由”的思想是一致的。第一
届评议会聘任评议员丁文江也说，“国家什么东西都可以统制，唯有科学研究不可以统制，因为科学
不知道有‘权威’，不能受‘权威’的支配”。这就维持了“独立研究的精神”，保持了“学术的尊
严”。在这种治学精神引导下，学者们做具体的研究，也是重视“科学的方法”，而不仅仅关注“科
学的结论”。这种以“无为”的态度做“有为”的事业、且尊重个人自由的研究方式就使得一大批学
者潜心于自己的兴趣之中，使得学术朝着“精深”的方向深入下去，从而建立了属于自己的学术王国
，增强了人们对于学术的信仰。《中研院六院长》着力塑造的就是一批“理想国”的主要建造者与推
动者，他们曾经的政治身份各不相同、专业研究千差万别、学历层次高低不一，但有一点是共同的，
就是在他们身上，体现出更多的现代知识分子的“书生”本色。中国的书生，在春秋战国时代是被称
作“士”的一族，几千年以来，他们以书作为仕进的阶梯。秉烛夜读的艰辛、吟风弄月的潇洒，无非
也就是穷尽“经典”以求功名或者弃绝“经典”浅斟低唱之两端，至于手中的“道义”之学，早在孔
子周游诸国，张仪游说秦王的时候就已经定下了功利的调子。于是，那一双眼睛始终是向上紧盯君王
的，巴不得一步登上朝堂，成为数不胜数的幕僚资政与文学侍从中的一员，邀宠献媚与尽忠守节看似
殊途，实则一路——“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而那些从来没有机会进入“体制”或被“体制”
抛弃的失意者、失势者，则最终成了人们心目中真正的“书生”，被人冠以“百无一用”的名号。但
从十九世纪末期开始，“书生”则被赋予新的内涵，维新变法的失败，朝廷的砍杀与追捕，彻底斩杀
了读书人对于朝廷的最后一点希望，客观上就促进了他们开始一步步走向独立。这些“书生”以旧学
起家，而后纷纷走出国门，浸染欧风美雨，顿时眼界大开。回国后，面对朽腐已久的国家、僵化混乱
的体制，开始了知识救国的艰难探索。“中研院”就是为增长国家实力、促进科学事业的进步而设立
的一个独立的职业学术研究机构，这一机构成立的本身也就宣告了新的知识分子群体的形成，这些“
书生”从而也就走出了“仕进”与“独守”的圈子，而开辟出另一条独立研究、知识立身的道路。六
院长中，蔡元培是现代知识分子走向独立的楷模，他弃翰林头衔投身革命，又因对“革命”的不满而
投身教育，到最后主持“中央研究院”，这是一个读书人不断成熟的过程，历次的辞职与就职也同样
体现出“书生”的风发意气，在袁世凯慰留他任教育总长时说，“我代四万万人坚留总长”，蔡元培
则立即应对以“元培亦对于四万万人之代表而辞职”。至于其“开阔的胸襟、民主作风、以及尊重学
术自由的精神”，则更见出书生的智慧与视野。朱家骅代理院长十八年，始终没有正式任命，但设立
院士会议、运用公私关系在“乱世”中保全研究院，这也并非常人所能为。而最令人唏嘘感叹的，则
是他出任代理“院长”的过程：1940年，蔡元培病逝，在选举院长候补人之前，“介公（蒋介石——
笔者注）下条子”，希望评议会选出顾孟余，这就惹恼了这群“书生味”十足的评议员们，于是评议
会开会的时候，选出了三位候选人是翁文灏、朱家骅和胡适，顾孟余不在此列，尴尬之下，就特派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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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骅为代理院长。对于此事，作者言曰：“这些学者，坚持他们的理想、制度和学院的自由，不惜‘
忤旨’以拒选顾孟余为院长候补人之一，看似天真或意气用事，实则以非常严肃之态度，为使学者不
受政治干扰树立了一个良好的例子，同时也为中研院带来了很大的困扰：因为由于最高当局对于选举
的结果不满，乃搁置该案迟迟不加圈选。”1957年朱家骅因健康及其他原因辞职时，杨树人曾回忆说
，朱家骅到谷关休养的时候，他和几位同仁到车站送行，朱先生拿出亲自草拟的辞呈：“我本来和他
商量好，待事体清楚再上辞呈，我不明白何以提前。他说：‘读书人，应如是耳！’”一句话，浩气
充塞天地，大有睥睨万物、舍我其谁之感，读书人应该有读书人的气节，这难道不是“读书”的真意
所在么？第三任“院长”胡适也有着太多书生的“憨直”与“天真”，书中写了这样几件事：一是在
和吴敬恒争论关于支持谁担任中华大学校长时，等到吴敬恒发言完毕后，胡适站起来说：“大家的意
思既然一致主张石曾先生，我也只希望他的亲戚规劝他，不要把这破茶壶摔了。”一是事后写给蔡元
培的信中的“肺腑之言”：十五日的会上会后，先生都曾感叹社会的太复杂。今先生决计继续与此复
杂的社会相周旋，似不可不有一番通盘筹划⋯⋯因为“介公下条子”事而被推选为中研院院长候补人
的时候，胡适在日记中直言：“我要保存（或恢复）我自由独立说话之权，故不愿做大官。”当然，
做驻美大使是不在其列的，因为那是特殊时期的特殊需要。至于王世杰的“臧否人物、一针见血”，
钱思亮的“谋事忠诚、立身廉介”，吴大猷的“严谨治学、延揽人才”，都是知识分子以独立的态度
且与当下结合，在实现自己理想化人格过程中脚踏实地做学术研究的精神承传。既然是写“书生”，
就要力求突出全貌，因此在体例安排上，《中研院六院长》按照“院长”档案、“院长”与“中研院
”的关系的模式依次介绍。但大致相同的模式下也有所侧重：对于蔡元培，作者是抱着研究的态度，
侧重于其教育思想和对“中研院”的开创性贡献，资料与理论俱丰；对于朱家骅，则截取档案资料，
以时间为序，侧重于具体事件；由于担任过胡适纪念馆主任，关于胡适的章节就省去了胡适档案部分
，而代之以探讨胡适与蔡元培之关系，力图以此揭示一些真相，并以亲历者的身份介绍了胡适纪念馆
成立、基金来源、组织情形、著作整理和转型经过，皆为第一手材料，颇具史料价值；第四任院长王
世杰部分，则在档案之后编排其最具史料意义的日记材料，借以为研究者提供查询某些真相的线索和
从中旁窥到的其他学人的人格风范；钱思亮院长和吴大猷院长是作者“亲接謦欬”的两位，所做记录
均为工作生活中的平常细节，以便为历史做“忠实的记录”。作者所做，许多都是带有拓荒性质的记
录与研究，也就像“中研院”从一开始的时候，就倾向于“研究工作的基本”，目的是为某项专门的
研究做好服务、提供资料。那么，如果从这个角度看待这本书，作者所做的，也就是这样的工作，这
些记录本身就是弥足珍贵的文化资产，据此，我们可以还原一个人、一个时代的真实时空框架，从而
对一个人或一个时代进行客观而理性的评价。“中研院”的书生意气、不睦功利，还体现在“中研院
”在成立之初，把完全没有经济价值的文化科学，如历史、语言、人种、考古等人文社会科学列入研
究门类之中。之所以如此，丁文江说出了这样的理由：“中国的不统一，最大的原因是我们没有公共
的信仰。这种信仰的基础，是要建立在我们对于自己的认识上。历史和考古是研究我们民族的过去；
语言人种及其他的社会科学是研究我们民族的现在。把我们的民族的过去与现在都研究明白了，我们
方能够认识自己。”据此我们可以说，《中研院六院长》就让我们认识了过去的一个充满了生机与信
仰的学术时代，认识了这个时代里不汲汲于富贵、权势、得失、“公忠体国、有为有守”的读书人，
他们使得那个有些混乱的时代因坚持精神操守而变得熠熠生辉，值得人们献上最大的敬意。在本书《
敬悼一代学人吴大猷先生》的末尾，作者也现出一丝的悲凉：“吴大猷先生之逝世，似乎象征着北大
之学术传承给一段落。”北大的学术传承是什么？是这六位与北大关系密切的院长在“中研院”留下
的华彩风流，是自由、自信、自负、自傲还是恢弘、大气、雍容、独立？好像都有，好像都不是，那
么，一言以蔽之，我们就称之为“书生气”吧。那也许就是真正的知识分子特有的一种精神气质。
2、该书系台湾学者陶英惠的随笔专著，以“中研院”的六位院长为主题，是一部风格独特的以随笔
手法撰写的专著。其中部分章节已在《万象》《历史学家茶座》等书刊刊载，该书作者自1964年7月进
到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曾担任中研院第五任院长钱思亮、第六任院长吴大猷的秘书。多年来，对中
研院的历史尤其是历任院长的档案及资料有深入的研究。该书史料丰富，叙述客观，既有可读性，又
有收藏价值。是一本优秀的人文读物。
3、这个版本的删节没有作说明，姑且理解，但是编辑之不负责任，手法拙劣，实在是笑话百出。胡
适部分谈“著作之整理”，有一个非常关键的事件，即胡适纪念馆与远东图书公司的著作权案，文中
跳跃也就罢了，书后的注解中有“注7”是有关这个案件的资料来源。但是，回到这段文章中竟然找
不到“注7”的位置，编辑在处理的时候，把这个位置的文字删掉了，但是，注解没有处理，让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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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尝则止”。
4、蔡元培去世之后选院长，知识分子为了抵制官方的授意，选出了朱家骅。到了钱思亮、吴大猷去
世或卸任后再选院长，院方已经知道先和当局沟通，了解高层的意思，避免选出的人选不和上峰旨意
了。由此可见，政治干预学术，两岸都有。若要杜绝，一靠制度，二靠制度中的个人。中研院在遴选
院长方面的制度一直（？）未变，但是前后变化如此明显，大概与掌事者（或当事者）的个人因素有
关吧。
5、“中研院”的学统和道统刘宜庆2009年可谓大师凋零的年份，季羡林、任继愈、钱学森、杨宪益、
王世襄相继驾鹤远行，大师级为何越来越稀少？中国的大学为什么培养不出科技人才中的帅才？中国
为何培养不出获诺贝尔奖的科学家？这是科学泰斗钱学森生前最大的疑问，也是温家宝总理深感不安
的问题。这不仅是教育制度的问题，也是学术机制的问题，是历史与现实的纠结。带着这样的问题意
识，读《中研院六院长》，到历史中寻找答案，原来我们曾经拥有一套完整的、有效的人才培养体系
，有一个良性运作的学术机构，但在剧烈的历史变动中几乎失传了。现今台湾的“中央研究院”是从
历史中延续而来，它的运作机制、学术传统，对我们观照历史与现实，提供了一种可供参考的视角。
《中研院六院长》真实记录了从蔡元培到吴大猷等六位“中研院”院长的历史档案，作者陶英惠曾任
中研院第五任院长钱思亮、第六任院长吴大猷的秘书主任，他师承台湾大学历史系教授姚从吾，以史
料的搜集、史学的方法，来研究“中央研究院”从民国一直到现在的档案资料，书中披露的好多内容
，其史料价值自不待言，从大陆学者频繁的征引其文，可见一斑。如果仅仅披露史料，那只是这本书
的骨架，描摹从蔡元培到吴大猷的学问人生、风采境界，则是这本书的血肉，如此，六位学者的形象
更加立体丰满。我们可以从中感受几代中国学者坚持学术独立所做出的努力和贡献，追寻消逝在历史
烟云中的学统和道统。蔡元培（教育学）、朱家骅（地质学）、胡适（史学、哲学）、王世杰（法学
）、钱思亮（化学）、吴大猷（物理学），这一串在中国近现代史中熠熠生辉的名字，之于“中研院
”，都是一时之选。这六位学者，都生于晚清，有忧患意识，有科学救国、学术救国的情怀；他们都
有放洋留学海外的经历，或是学科的开创者，或是开一时之风气。他们各有自己的人生选择，或者保
持学者的身份，不趟政治的浑水，或者学而优则仕从政，虽身为国民政府的高官，但没有放弃自己的
专业。他们都认同这样的理念，不依附权势，不迷信权力，不涉足政治，保持人格的独立，捍卫学术
自由。六院长中，最典型的当属蔡元培与胡适。蔡元培有科举功名，弃翰林头衔而投身革命，又因对
“革命”的不满而投身教育，从长北京大学到主持“中央研究院”，他是一个开山人物，在教育和学
术所达到的高度，同时代学人难以企及。蔡元培不论在怎样的历史关头，都保持着独立的人格，数次
辞职与就职可作证明。袁世凯慰留他任教育总长时说，“我代四万万人坚留总长”，蔡元培则立即应
对以“元培亦对于四万万人之代表而辞职”。蔡元培“开阔的胸襟、民主作风、以及尊重学术自由的
精神”，则更见出他的胸怀和境界。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蒋介石召集全国的知识精英在庐山会谈
。7月16日，在谈到战时教育如何办时，胡适提出两点意见，一是教育按常态运转，二是教育应该独立
。在胡适看来，现任官吏不得做公私立大学校长、董事长，政治势力不得侵入教育，中央应禁止无知
疆吏用他们的偏见干涉教育，如提倡中小学读经之类。1958年胡适出任“中央研究院”院长，就职做
完演讲，蒋介石上台讲话：胡适宣扬的五四精神，专门讲科学与民主，这两个当然很重要，可我觉得
不够，还必须加上伦理⋯⋯没想到胡适上台反驳：社会生活的发展需要民主，提高知识改善生活需要
科学，至于伦理，是随时代而变动的，决不可能跟民主科学相提并论。胡适批蒋之言论，毫不留情，
蒋介石脸色大变，当时有几百名学者在场，这样的公开批评是很少见的，蒋还算有雅量，当场没有发
脾气。胡适终其一生都主张和实践，教育和学术是独立的，与政治分为两途，不容政治干涉。即使是
国民党的政客朱家骅（曾被中共列为战犯），代理院长十八年，也为中研院的发展做出贡献。中央研
究院在战争中数次搬迁，第一届院士选举，设立院士会议，运用公私关系在“乱世”之中保全研究院
，这也并非常人所能为。值得一提的是，他出任代理“院长”的过程：1940年，蔡元培病逝，在选举
院长候补人之前，“介公（蒋介石——笔者注）下条子”，希望评议会选出顾孟余，这就惹恼了这群
“书生味”十足的评议员们，于是评议会开会的时候，选出了三位候选人是翁文灏、朱家骅和胡适，
顾孟余不在此列，尴尬之下，就特派朱家骅为代理院长。对于此事，作者言曰：“这些学者，坚持他
们的理想、制度和学院的自由，不惜‘忤旨’以拒选顾孟余为院长候补人之一，看似天真或意气用事
，实则以非常严肃之态度，为使学者不受政治干扰树立了一个良好的例子。1957年，评议会选举中研
院院长候选人，“总统府”秘书长张群约评议会秘书到“总统府”面谈，透露希望胡适当选为候补人
之一，最高行政当局的意思被委婉地传达出来，评议员梅贻琦说：“胡先生如能当选，自会选出，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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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并不奉他人的意见而选举。”一个纯粹的学术机构也只有在威权下保持独立，将学术和政治分清楚
，不取悦政治，与政治保持适当的距离，才会进入良性循环的轨道。如果沦为政治的附庸，成为政治
的点缀或者政治的工具，培养大师，谈何容易。1948年，中央研究院召开成立二十周年纪念会暨第一
次院士会议，参加这次会议的院士有一张合影，收录在《中研院六院长》中，这一届院士的选举可谓
严格、公正，经受了历史的考验——不因政见不同而将郭沫若拒之门外，也不因私情、友情而放宽尺
度（《胡适日记》有记录），这一届院士是中国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中的大师级人物，看他们的神采
，让人产生追昔抚今之慨。像吴大猷这样在国际上享有盛誉的物理学家，选择出任台湾“中研院”院
长，这说明，“中研院”的运作模式和学术传统自有其吸引力。吴大猷在任上致力维护学术自由的风
气，提升学术水平。但和“中研院”一些前任院长一样，不谙官场，不愿应酬，导致被迫卸职。1988
年1月，李登辉以“副总统”的身份来参加“中研院”经济所的学术会议，吴大猷到院后，并没有去
经济所会场迎接，径直到物理所办公室去。工作人员劝其到会场接待，吴说与李“副总统”不熟，没
有什么话可说，不肯去。而韩忠谟代总干事在旁边说，李“副总统”既然到了，那我也就不必去了。
“中研院”直属“总统府”，李“副总统”是顶头上司，结果被“中研院”正副首长晾在一边。吴大
猷这种在官员看来不可思议之举，正是学者的勇气和担当，这样的做派，和“中研院”的道统是一脉
相承的。在本书《敬悼一代学人吴大猷先生》的末尾，作者也现出一丝的悲凉：“吴大猷先生之逝世
，似乎象征着北大之学术传承告一段落。”“中研院”六院长都与北大有渊源，蔡元培、胡适曾任北
京大学校长，其余四位都曾执教北大。如果说“中研院”的学统是北大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
那么，“中研院”的道统则是人格独立、学术自由。“中研院”六院长多为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而自
由，不论在20世纪激荡变迁的历史中，还是大学教育行政化、官僚化的现实中，都是稀缺资源。舍此
而求大师，真是磨砖作镜、缘木求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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